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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播技术的演进历程不仅体现为媒介形态的更新，更深刻嵌套于知识权力结构的重组之中。文章立足传

播史的纵向视域，以印刷术的发明、广播电视的兴起与算法传播的扩张为关键节点，分析技术如何在不

同历史阶段重塑信息生产与分配机制。文章结合哈罗德·伊尼斯“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理论、麦克卢

汉“媒介即讯息”理念与福柯“权力–知识”的话语逻辑，指出每一代传播工具的兴起不仅是技术理性

的胜利，更是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互动的体现。文章旨在揭示传播媒介背后的权力逻辑、平台治理模式

与个体认知重塑机制，进而反思算法时代公共领域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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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ommunication media reflects not only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but 
also the restructuring of knowledge-power relations. This article examines key stages in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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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from the invention of the printing press to the rise of broadcast media and the expansion 
of algorithmic communication. Drawing upon Harold Innis’s theory of “time- and space-biased me-
dia”, Marshall McLuhan’s notion that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and Michel Foucault’s discourse 
on “power/knowledge”,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a technologies is deeply 
entangled with changes in ideological control and social structure. It aims to reveal the underlying 
logics of media governance, data-driven control, and cognitive modulation, while rethinking the fate 
of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algorithmic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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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传播史研究作为传播学体系中的重要领域，旨在梳理传播媒介、传播思想、传播制度及其与社会结

构之间的历史演化关系。从最初关注印刷术与近代社会的关系，到当代平台治理、算法推荐机制下的新

型传播秩序，传播史理论不断吸纳技术史、政治经济学、社会史等多学科资源，以拓展其解释力与批判

力。尤其是在当前数字技术深刻重构信息流动逻辑、用户行为习惯及公共舆论结构的背景下，对传播史

进行新的理论重估已成为学界的共同关切。 
早期传播史研究多依赖技术决定论路径，强调印刷术、广播、电视等新媒介的出现对文化传播与社

会组织形态的决定性影响。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即讯息，媒介本身构成了人类感知的延伸，并深刻塑造

文明形态[1]。伊尼斯则从时间与空间偏向的视角出发，认为媒介不仅传递信息，更维系国家权力与制度

合法性[2]。这种媒介–文化–社会的分析范式为早期传播史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然而，随着批判学派的兴起，研究者开始质疑单一技术视角的局限，转而强调权力结构与意识形态

控制对媒介发展路径的塑形作用。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指出，美国主导下的全球传播体系实质

上是信息帝国主义的延伸。福柯的规训权力理论与后结构主义对主体建构的强调，也为传播史提供了新

的理解框架[3]。 
进入数字时代后，以平台为中心的传播格局引发了学术界对算法政治、数据规训与平台资本主义的

广泛探讨。如范·戴克(van Dijck)与普尔斯(Poell)提出的平台社会理论，强调数字平台在构建传播生态中

所起的中介与治理双重角色[4]。国内学者如张志安、李彬等则聚焦中国语境中的平台治理与国家治理体

系的互动，拓展了传播史研究的制度层面[5]。 
在此背景下，本文拟通过对印刷传播、广播传播、数字平台传播等不同历史阶段的传播范式进行梳

理与比较，构建一个跨越印刷–中心化广播–平台算法的传播史逻辑框架，旨在揭示：传播媒介如何在

不同时期嵌入权力结构，如何影响认知秩序与社会组织形态，以及技术发展背后的权力逻辑如何通过媒

介体系得以延续与更新。 

2. 传播史的范式演变 

传播史并非一条线性演进的技术史，而是一部权力结构、媒介逻辑与社会形态交织共构的复杂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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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从印刷术兴起所引发的民族国家建构，到广播时代中心发出、边缘接收的国家控制型传播机制，再

到当前以社交平台为基础的去中心化再中心化逻辑，传播史范式经历了深刻转型，呈现出三个主要阶段

的理论结构与实践特征。 

2.1. 印刷术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 

古登堡于 15 世纪中叶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打破了手抄文本的垄断地位，极大地降低了信息生产与传

播的门槛，为《圣经》的广泛流传、宗教改革的兴起及教育普及提供了技术基础[6]。安德森在《想象的

共同体》中指出，印刷资本主义催生了统一的语言体系和标准化的阅读空间，使地域性群体首次具备了

想象为国家的可能[7]。由此，印刷传播不仅仅是文化传播工具，更是文化认同体系构建的重要机制。 
这一阶段的传播史研究主要采用技术决定论范式，强调印刷技术的基础性作用。但也有研究者指出，

印刷术的扩散并非完全由技术因素主导，关联宗教功能演进、社会治理体系发展与商业利益博弈等多重

社会力量之中[8]。因此，传播史不应仅关注技术发明本身，而应研究技术如何在特定社会结构中获得合

法性并塑造新的信息秩序。 

2.2. 广播时代的传播秩序与国家权力 

20 世纪初期，广播技术的发展使信息传播从文本形态转向声音与即时性，打破了时空界限，为政府

构建统一的意识形态与国民认同提供了有力手段。部分国家通过广播强化社会动员与文化凝聚，推动国

家治理理念落地实践[9] [10]。 
在这一阶段，传播史研究强调中心化–规训化的传播逻辑，揭示媒介在意识形态建构与社会整合中

的功能。米尔斯(C. Wright Mills)等批判社会学家则提出大众媒介的权力危机，认为广播与电视的集中化

生产剥夺了个体认知空间，制造沉默的大多数[11]。这种媒介批判路径为后来的媒介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

究提供了理论源流。 

2.3. 平台化传播与数据治理机制的兴起 

进入 21 世纪后，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平台的普及引发了传播结构的根本性转型。从表面上看，平台化

传播打破了传统中心化媒介的单向灌输逻辑，实现了用户的互动性、去中心化与内容生产权下移。但实

际上，平台通过算法推荐、内容排序、流量分配等机制重构了信息可见性与舆论场结构，形成一种分布

式集中化的新秩序[12]。 
如吉勒斯皮(Gillespie)所言，算法并非中立工具，而是价值嵌入与治理结构的体现[13]。通过控制看

见什么与看不见什么，平台实质上成为信息分发的看门人。国内学者李彬指出，这种平台治理虽不同于

传统国家权力形式，但同样具备制度性与规训性，需从制度演化的角度纳入传播史视野[14]。 
因此，平台化传播并未终结历史上的传播秩序逻辑，反而通过算法、推荐机制等新型技术手段实现

了对个体行为更为精细化的规训与社会控制。传播史在此阶段需突破新媒介=新自由的幻觉，重新审视技

术如何与权力逻辑耦合，构建看似自由实则规训的传播现实。 

3. 传播技术演化与认知秩序重构 

传播技术的发展不仅带来了信息传递速度的指数级提升，更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认知结构、

感知方式与思维路径。自印刷术奠定以逻辑线性为特征的文本世界起，每一种新的传播技术都在不同

程度上改写着人类对知识、真理、现实的认识方式。传播媒介的每一次更新，都是一次认知范式的震荡

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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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印刷术与理性线性思维的确立 

在麦克卢汉看来，印刷术不仅仅是技术革新，更是一种冷媒介，它迫使人们依赖视觉、理解线性结

构、建立抽象逻辑，从而催生现代理性主义的认知方式[1]。随着排版、标点符号与段落的规范化，文本的

可控性与可复现性大幅提升，知识由口耳相传的经验性表达转化为可积累、可验证、可反驳的理性体制。 
同时，印刷术还促进了作者概念的确立与版权制度的诞生。这一制度安排不仅规范了知识归属，也

在潜移默化中建构了现代主体的认知秩序：知识是理性思考的产物，是个体能力的表达，是可以标注、

引用与复刻的思想商品[2]。 
这一阶段的传播技术强化了确定性与秩序感，构建出一个高度理性化、标准化的认知模型。然而，

正是这种模型的普及，也为之后的传播技术突破创造了反叛的文化基础。 

3.2. 广播电视与感官经验的重构 

广播与电视等电子媒介的出现，标志着以声音与图像为主导的传播形态的兴起，它们不仅改变了信

息的传播路径，更引发了认知方式的转向。麦克卢汉指出，广播以声音激活了听觉感官，使语言重获魅

力；电视则整合图像与音响，引导人们转向一种以场景与情境为核心的认知方式[1]。 
这种转向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即时性与临场感的确立。广播打破了文本需要阅读与解释的时间壁垒，

实现了同步接收；电视更进一步，创造了一种在场的幻象，图像与声音所营造出的感官体验往往凌驾于

事实本身之上，成为判断真实与否的主要依据[4]。认知不再以文本分析为基础，而被置于感知刺激与情

绪唤起之中。 
在社会层面，这种认知重构极大地推动了影像政治的兴起。政治人物开始以形象塑造为核心进行媒

体运作，新闻生产也逐渐转向可视化事件的策划与演绎。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指出，电视语境中

传播信息的意义早已不取决于事实本身，而依赖于媒体如何编码与受众如何解码。这一时期，认知秩序

已不再稳定，而是流动化、图像化、多通道的。 

3.3. 平台算法与数据驱动的认知规训 

当前，以算法为主导的数字传播技术对认知秩序的冲击更为剧烈。平台型社交媒体依赖算法对内容

进行筛选与推荐，用户接收到的信息流不再是全景式的世界，而是由算法根据用户行为偏好定制而成的

个性化泡沫。这种机制在便利用户信息获取的同时，也悄然将可见性定义权交由平台系统[12]。 
一方面，算法根据点击率、停留时间、转发量等指标不断训练推荐模型，使得系统更准确地预测用

户偏好；另一方面，这种预测性推荐也在反过来训练用户的注意力结构与思维方式，形成数据–行为–

再推荐的循环路径[7]。这正是福柯所谓规训权力的典型逻辑在数字媒介语境中的体现：不是通过强制管

控，而是通过自我管理、自我适应实现个体内化。 
此外，平台算法常常优先推送高互动内容，如争议话题、情绪言论、耸人听闻的视频标题等，这种

机制进一步加剧了认知的情绪化、非理性化倾向。研究表明，社交媒体用户更容易记住带有强烈情感色

彩的内容，而忽视理性论证型的信息[13]。结果是，平台传播所构建的认知秩序不再强调逻辑一致性，而

以参与感、共鸣、冲突性为核心组织原则，导致知识–情绪–行为的认知路径被重塑。 
在这种背景下，用户虽表面上拥有无限接触信息的自由，实则陷于算法规训构筑的知识监狱之中。平

台并不直接决定你不能知道什么，而是通过筛选决定你只知道什么，从而操控个体认知结构的边界与中心。 

4. 传播媒介与权力机制的制度化转译 

传播媒介从来都不是独立于权力结构的中性工具。正如福柯所言，现代权力并非显性暴力，而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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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通过制度嵌入、规则制定与知识合法化完成的“规训机制”[3]。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传播媒介与

国家、资本、宗教、平台等权力中心形成深度协同关系，使信息生产、筛选与分发成为社会治理的核心

环节。从传统印刷制度的许可权，到广播电视时代的国家垄断，再到当代社交平台的内容审核与算法排

序，媒介技术始终承担着权力机制制度化转译的双重职能：一方面使权力运作得以信息化表达，另一方

面也通过媒介系统建构新的治理范式。 

4.1. 印刷出版制度与国家文化治理 

在印刷传播时代，出版制度作为国家与教会掌控意识形态的基本装置，构成了早期传播权力嵌入机

制的核心。以英国 1557 年设立的出版许可制度与法国的《王家图书审查法》为代表，国家通过审查、许

可证、版税制度等方式，实现了对知识内容的编制与传播过程的控制[13]。这种制度化转译体现出两个层

面：其一，技术层面，印刷术虽然增强了传播效率，但在制度安排上被置入集权系统中；其二，文化层

面，出版物本身成为合法权威的象征，其内容需在主流价值许可的边界之内。 
中国在清末新政时期，也曾尝试建立出版审查制度，如 1906 年《大清报律》明确规定未经审核不得

擅自刊印刊物。1949 年后，新中国对出版系统实施计划管理，人民出版社等成为官方话语发布者的制度

中枢，书籍的出版需经过主题审定、编辑、三审三校与成品备案等程序[15]。这种制度框架使得传播媒介

不仅反映权力逻辑，更成为权力合法化过程的一部分。 

4.2. 广播电视体制与国家意识形态工程 

广播电视作为集中性、同步性强的传播媒介，其制度化结构更明显地体现国家对舆论引导与社会动

员的统筹安排。以 BBC、中央广播电台、苏联国家电视台等为例，这些国家级媒体往往被定位为人民声

音、国家代言人，其播出内容严格服务于国家政治目标。 
以中国为例，从 1958 年中央电视台(CCTV)开播起，广播电视逐步建立起以国家为主导、计划为核

心的传播结构。新闻联播、春节联欢晚会等节目形式不仅是信息传递工具，更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仪式空

间[16]。正如政治学者格兰西所言，媒介制度既是文化霸权的物质呈现，也是一种制度性规训手段[17]。
权力通过播出内容、节目时间、主持人语言等微观策略，完成对大众情绪、认知结构与价值导向的统一

塑造。 
此外，在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虽然形式上广播由私营机构掌控，但政府通过联邦通信委员会(FCC)

进行内容审查、广播牌照发放与行业准入设置，同样在制度层面对传播权力进行结构性布局。由此可见，

广播电视虽具娱乐与商业属性，其制度根基却深深植根于国家政体逻辑与意识形态需求之中。 

4.3. 平台内容治理与算法权力的新转译机制 

当今以平台为中枢的信息社会，传播制度已不再是显性法规约束下的政治控制，而是一种算法驱动

的技术治理。这一治理体系建立在平台公司通过算法推荐、社区准则、内容分级与审查政策等一整套机

制对用户行为与信息结构的全面规训之上[17]。平台公司如 Facebook、TikTok、微博等通过内容推荐规则

与内容审核机制决定何者可见、何者消失，构建出一种去行政化的权力运作机制。 
这种新型权力机制被塔鲁林·吉勒斯皮(Tarleton Gillespie)称为内容管理即治理(content moderation as 

governance)，强调平台并非技术中介，而是具备制定规则、执法与惩戒三位一体权能的治理者[18]。它们

既不是国家政府，也不隶属传统媒体体制，却因其对信息流动的垄断性调度能力，在事实上扮演起现代

数字主权实体的角色。 
例如，在 2020 年美国大选期间，Twitter 与 Facebook 均对特朗普发布的选举舞弊言论加贴警示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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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直接下架。这一行为虽未违反法律，却对公众信息可得性与舆论走向产生重大影响。此类事例表明，

平台在看似自由的传播机制中已完成控制逻辑的技术转译：通过推荐算法隐藏不受欢迎的言论、通过社

区规则驯化用户表达方式、通过数据追踪进行行为预测与内容干预。 
在中国语境中，平台治理还呈现出国家–企业–用户三元互动格局。一方面，国家通过《网络安全

法》《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等法律对平台算法加以限制与规范；另一方面，平台自身亦通过舆情评估机

制、内容风控模型协助政府实现治理效能[19]。这种嵌套治理模式凸显出传播制度从法规监管向数据治理

的深刻跃迁。 

5. 结语 

回顾整个传播史的演进过程，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印刷术所开启的文本时代、广播电视主导的中

心化传播结构，还是当前社交平台塑造的算法传播范式，其背后都不仅仅是信息技术的革新，而是权力

机制持续嵌入传播媒介、并通过制度化转译实现治理模式转换的深刻过程。传播媒介在各个历史阶段的

变迁中，始终在“技术理性”与“社会控制”之间形成张力：它一方面拓展了人类表达与认知的边界，另

一方面也构建起越来越复杂、隐蔽的规训结构。 
从“媒介即讯息”的麦克卢汉范式，到福柯“权力–知识”的规训逻辑，再到吉勒斯皮等人提出的

“平台治理”理念，传播媒介早已不再是中性的工具链条，而是深度参与社会制度建构、个体行为规范

与公共舆论重塑的关键场域。每一次媒介技术革命的表层看似是效率、自由与个性化的胜利，但背后实

则往往隐藏着话语垄断、权力集中与意识操控的新形式。权力的形态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转变：从传统

政教合一的硬权力，到现代主权国家下的传播制度，再到今日平台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算法权力，传播媒

介不仅承载权力，也构造权力。 
具体而言，印刷术强化了理性线性思维和文本规范，为现代科学与国家建构奠定基础；广播电视则

通过中央控制与同步传播机制，形成了国家意识形态体系下的声音主权与图像规训；而当代平台化传播

则更进一步，将信息的可见性规则转化为黑箱操作，通过不可见的筛选机制重塑认知结构，形成一种无

意识的顺从。在这一背景下，公共领域不再是理性辩论的平台，而更像是情绪操控、意见制造与数据操

纵的场所。这种转变对现代传播理论构成重大挑战。 
因此，传播史研究应当跳脱出传统线性、技术决定论的范式束缚，转向一种结构性批判的视角，系

统揭示传播媒介如何在特定政治经济结构中成为权力生产、认知规训与社会整合的中介机制。我们需要

将传播史重新视为权力机制的历史，理解其并非进步叙事的单一延伸，而是充满张力、对抗与再生产的

动态过程。 
同时，也应当看到，尽管传播媒介往往嵌套于权力系统之中，但它也始终蕴藏着反规训的可能性。

每一代传播技术的兴起都曾一度带来表达自由的拓展：印刷术为启蒙运动提供物质基础，广播推动反法

西斯声音传播，社交平台曾助推阿拉伯之春式的草根动员。因此，我们在对媒介权力机制进行批判性审

视的同时，也需警惕传播虚无主义的陷阱。传播史不应只关注权力控制的维度，还应探索信息结构如何

可能构建新的主体性与公共性。 
展望未来，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脑机接口等新兴媒介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传播权力的边界

与逻辑将更加模糊和复杂。平台不仅控制内容，还将借助生成式 AI 与深度伪造技术进一步模糊真伪边

界，构建拟像–现实的循环秩序；用户将不仅是被动接收者，更可能成为内容生成的协作者，这将重塑

传播系统中的身份关系与责任体系。传播史的研究应提前介入这些新技术生成的社会语境之中，持续追

踪其治理结构、文化逻辑与伦理挑战。 
总之，传播史不应只被视为媒介更新简表或技术节点年表，它是一部关于人类如何认识世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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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规训自身与反抗制度的历史。通过持续深化对传播技术、认知秩序与权力机制之间互动逻辑的研

究，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传播在人类社会中的根本位置，并为建构一个更加开放、理性与多元的传播未来

提供理论指引与实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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